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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视觉文化研究的兴起改变了艺术史的认知模型,它将对艺术作品的语义研究扩展为语义之外

的语境研究,把探求符号意指的艺术史认知模型转变为强调话语构型的艺术史认知模型。这种艺术史的视觉

文化转向影响了从现代主义雕塑到晚期现代主义雕塑“自足性”问题的变迁。与现代主义雕塑不同,晚期现代

主义雕塑的自足性不在于物质自足性。相反,晚期现代主义雕塑建构了一种以“剧场性”为核心的雕塑自足性

话语范式。艺术家通过在剧场性中设计视觉辩证的观看结构和体制批判的观看权力,将对雕塑内部的语义探

究转移到对雕塑外部的语境建构上来。可以说,晚期现代主义雕塑自足性问题的转向,从一个侧面反映出艺

术史研究的视觉文化转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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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为雕塑的“自足性”,本文所指并非现代主义雕塑的自律性,而是一个与艺术语义系统有关的

认知问题。在不同语义系统中,雕塑的自足性呈现出不同的面貌。在再现的语义系统中,雕塑的自

足性呈现为雕塑自身的形体、空间和质料等形式要素与再现对象内容的语图关系,它要求雕塑在形

式上与再现对象的理念相符。比如古希腊的人体雕塑在雕塑的造型上强调模仿人体的基本结构和

比例,在材质上选用白色大理石正好模仿欧洲白人的白皙肤色。当然,古希腊雕塑在这种视觉模仿

的基础上,还强调了再现对象的理念,比如故意夸张人体头、颈、肩的比例,突出人体造型的高贵,故
意强调“S”型的构图,强化人体姿态的优雅,或者故意拉大眉弓与眼窝的距离,让眼眶的吃光度减

弱,形成深邃的黑洞,以此强化人物表情的戏剧性,等等。这些建立在基本模仿之上又加入了艺术

家主观造型偏好的举措,其意图在于强调雕塑理想的神性光辉。在以表现而非再现为基本要义的

语义系统中,雕塑的自足性体现为形式的简化。形式的简化减弱了再现中模仿的成分,突出了理念

的先导性,比如埃及金字塔、晚期罗马工艺美术或构成主义雕塑,通过一种结晶质的造型来突出人

和神明,或突出人和他者精神世界的对话。经典艺术史和现代艺术史分别围绕再现和表现两个问

题建立了两大艺术观念体系,这说明艺术史不仅是记录艺术风格变迁的艺术样式史,也不仅是讨论

艺术与社会关系变迁的艺术社会史,它还是呈现艺术观念变迁的人类精神史。维也纳艺术史学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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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人物德沃夏克就从精神史角度切入艺术史研究,提出“作为精神史的艺术史”[1]。这种方法揭

示了艺术史不仅涉及风格的变化,还涉及认知的变化。不同的认知模型将会部分规约艺术史的不

同风格。雕塑的自足性可以被视为艺术的认知问题,其原因在于不同的自足性构成了理解雕塑的

不同认知模型。问题倒推回来,如果认知模型改变,雕塑的自足性问题也会发生变化。视觉文化研

究的兴起将对艺术史的语义研究扩展为语义之外的语境研究,改变了艺术史的认知模型,也导致了

雕塑自足性问题的变化。以晚期现代主义雕塑为例,探讨这种视觉文化研究视角如何影响雕塑的

自足性,本文将回答三个问题:第一,视觉文化研究如何将艺术作品的语义研究拓展到语境研究,从
而建构不同的艺术史认知模型? 第二,从现代主义到晚期现代主义,雕塑的语义研究和语境研究对

象分别是什么? 分别指向雕塑的哪两种自足性? 第三,如何从视觉文化研究视角看待从现代主义

到晚期现代主义艺术认知模型的转变? 这个转变怎样揭示雕塑自足性问题的变迁?

一、从语义到语境:经典艺术史的视觉文化转向

把艺术的表意系统看成一个符号系统,符号的能指和所指分别对应作品的表意过程中所借助

的视觉元素和作品表意的意义本身。以潘洛夫斯基为代表的图像学研究方法正好诠释了这个符号

表意的过程。潘洛夫斯基通过三个层次解释图像,分别是:第一,前图像志的描述阶段,即描述作品

呈现的视觉形象、事件和这些形象、场面和形式所表达的气氛等;第二,图像志的分析阶段,即了解

图像背后的主题以及艺术家创作的动机和表现的内容等;第三,图像学的解释阶段,即解释图像象

征世界的内在意义。通过潘氏的图像学研究方法可以看到,在解释图像的过程中,前两个层次正好

构成了艺术符号的能指部分,最后一个层次则是艺术符号的所指部分。作为经典艺术史研究方法

的图像学,系统地诠释了艺术的表意过程,同时也强化了一种观点,即艺术作品的内在意义对于理

解作品的重要性。这个观点主导了经典艺术史研究,它将解读作品的内在意义视为主要研究对象,
从而对艺术作品进行语义研究。

但这种研究有一个前提:如果将艺术视为一个符号的表意过程,那么当符号的能指和所指对应

关系比较稳定时,图像学这种经典的艺术史研究方法就会帮助我们得到一个确切的意义。比如当

我们用图像学方法研究再现系统中的绘画时就会看到,图像通过模仿现实世界而获得了一种与现

实世界的视觉相似性,这就意味着作品的能指和所指几乎呈现为一一对应的关系。但在艺术的表

现系统中,我们很难找到这种图像和现实世界的相似性,因为表现系统中的艺术扩大了艺术符号能

指的任意性。比如在抽象绘画中,圆形的视觉图形可以是太阳也可以是眼睛。画的意义永远被掩

盖在能指的任意性中,这样一来,图像学的经典艺术史研究方法就很难切入艺术的表现系统,因为

艺术的内在意义已经在能指链条上变得模糊不清。尤其是在观念艺术出现之际,艺术的表意不再

依靠视觉的能指,艺术的表意符号穿插在作品的文本和语境关系之间,那么经典的艺术史研究方法

就不敷使用了。艺术史研究必须依靠一种新的方法。
视觉文化研究的介入带来了艺术史研究的新变化,常宁生等将其概括为三点:首先,艺术史研

究的对象不再局限于“精英艺术”与“高雅艺术”,而逐步扩展到“大众艺术”和“通俗文化图像”;其
次,艺术史研究的视野不再局限于西方艺术,而扩展到亚、非、拉美等世界范围的艺术图像中;再次,
艺术史的研究方法也不再局限于本学科的理论方法,而选择和吸收了其他相关学科的一些方法和

理论体系,如符号学、现象学、阐释学、社会学、心理学、解构主义、女性主义以及文化研究理论等[2]。
从这三个变化可以看到,与关注作品内在语义的经典艺术史研究方法不同,视觉文化研究关注的是

构成作品的外部语境。语义和语境本是语言学术语,在文化艺术研究中被广泛借用。“语义表达包

括四个层面,即论元结构、事件结构、物性特征、词汇类型特征。除了一般较为熟知的论元结构和事

件结构外,物性特征主要考察构成角色、形式角色、功用角色和施成角色。”[3]而“语境包括语言外宏

观的文化语境、特定情景语境和直接与语义相关的言内语境或上下文语境”,因而具有“强大的解释



力和可操作性”[4]。由研究作品内在语义到外在语境的转向,正是经典艺术史研究向视觉文化研究

的转向。

20世纪初,巴拉兹首次提出“视觉文化”概念,将其界定为通过可见形象(image)来表达、理解

和揭示事物的文化形态[5]。随着诺曼·布列逊等《视觉文化》(1994)、尼古拉斯·米尔佐夫《视觉文

化读本》(1999)等著作的出版,视觉文化才成为学术研究的新领域。视觉文化研究的核心要义是对

“视觉性”的研究,米克·巴尔指出:“视觉性是展示看的行为的可能性,而不是被看对象本身的物质

性。”[6]吴琼认为,视觉性不是指物的形象可见性,而是海德格尔意义上的“世界的图像化”,是使物

从不可见转为可见的运作的总体性,这种总体性包括看与被看的结构关系,也包括生产看的主体的

机器、体制、话语、比喻之间复杂的相互作用,还包括构成看与被看的结构场景的视觉性[7]。以视觉

性为核心的视觉文化研究,指向的不是视觉对象本身的物质性或可见性,而是看的行为,这个看的

行为不但包括看与被看的结构关系,还包括观看背后的权力机制,因此,“真实的物质性力量”与“虚
拟的视觉性权力”作为一组对立的权力结构就形成了对“可视”进行研究的一种方法[8]。这种研究

方法并不着重于人物形象和情节叙事,也不在于对人物关系的故事性解读,而是对作品意义的知识

陈述方式的分析。比如福柯在对委拉斯贵兹《宫娥》一画的研究中,就通过对画面中艺术家、画中人

物和观众的三重“视线”的分析,看到了作品背后隐藏的权力话语。它不是通过观看的对象对艺术

符号内在意义进行解读,而是通过三重视线来揭示看与被看的结构,以及对看这个行为及其背后的

话语,也即对这个艺术符号的外在语境进行分析。这种由语义研究到语境研究的转向是艺术史的

视觉文化转向,它构成了新的艺术史认知模型。这个认知模型的核心不在于视觉的符号意指,而在

于观念的话语构型。周宪将其称为“视觉建构”,它包含了对主体的两个方面的建构,即社会领域的

视觉建构和视觉领域的社会建构[9]。本文认为,经典艺术史的视觉文化转向的根本缘由,就是以揭

示符号意指的艺术史认知模型的衰落和以探寻话语构型的艺术史认知模型的兴起,其基本表象就

是以图像为核心的艺术实践的衰落和以观念为核心的艺术实践的兴起。本文以晚期现代主义雕塑

为例,探讨这种艺术史认知模型的转向如何反映在从现代主义雕塑向晚期现代主义雕塑实践的转

向中,围绕自足性问题思考雕塑艺术创作如何通过从对语义的关注转向为对语境的关注,这个转向

又意味着雕塑自足性问题发生了怎样的变迁。

二、物质自足性:现代主义雕塑的语义探究

在战后的美国艺术圈中,艺术批评家克莱门特·格林伯格和极少主义艺术家唐纳德·贾德分

别对雕塑自足性展开了讨论。这个讨论的过程建构了现代主义雕塑自足性的话语范式。具体来

讲,格林伯格对雕塑自足性的讨论源于他对现代主义艺术媒介纯粹性(purity)的思考。20世纪初,
由于技术的发展,摄影、电影等新兴艺术门类出现了,可以同时兼具绘画、雕塑、建筑和工业生产等

特点,逐渐模糊了艺术门类的边界。为了重新为各个艺术门类划界,格林伯格开始在现代主义艺术

中寻找各门类的特点,他通过确立每一种艺术门类媒介的纯粹性来确立各艺术门类的特点。在他

看来,雕塑媒介不可还原的纯粹性就在于它的物质自足性。
格林伯格是基于什么理由来确立现代主义艺术各门类的“纯粹性”呢? 拿绘画为例,绘画本是

平面的,但长期以来经典绘画致力于在平面上营造三维空间的错觉。这种空间错觉性易模糊掉绘

画和雕塑之间的界限,因此,格林伯格认为现代主义绘画要想确立其媒介的纯粹性,就必须放弃三

维空间的错觉,营造纯粹的平面。对于绘画而言,媒介的纯粹性就是它的平面性(flatness)。格林

伯格将绘画媒介的纯粹性视为平面性显然隐含了一个悖论,造成了现代主义绘画的“还原论”危
机[10]。简言之,绘画永远不可能实现绝对的平面。因为一旦退回到最为基本的平面,比如画布本

身,那么绘画基底的物质性就会凸显出来。这样一来,一幅绘画又因这种物质性的凸显而成了一件

雕塑作品。那么现代主义强调的门类的划界岂不是又功亏一篑了吗? 相对于绘画而言,雕塑的情



况就简单了很多。事实上,雕塑和绘画的不同在于:通常情况下,雕塑因为自身就是三维空间中的

造型,所以雕塑就不存在是否营造三维空间错觉的问题。因为它本身“太真实了,也太直接

了”[11]178。这里的“真实”和“直接”除了形体本身的三维存在感,还涉及到物质本身的自足性。而后

者是绘画所不能企及的。如果绘画凸显了物质的自足性,它就会僭越到雕塑门类之中。现代主义

绘画的“还原论”就揭示了这一尴尬情境。在这个意义上,格林伯格发现,现代主义雕塑媒介的纯粹

性就在于物质的自足性,他在1948年发表的《新雕塑》一文中指出:“一件雕塑作品,与一幢建筑不

同,只需要承受它自身的重量,也不需要像绘画那样建立在别的东西之上;无论在字面上还是在概

念上,它都是自在自为的。在雕塑的这种自足性中———其中每一种可以想象的和可以感知的要素

都完完全全属于艺术品———现代主义‘审美’的实证主义一面,才发现它自己获得了最为圆满的实

现。”[11]182格林伯格旨在说明,雕塑的自足性在于它的成立(对它的感知)不来自于外在(比如绘画借

助三维空间的幻觉),而来自于内在,即雕塑的形体、空间等字面意义上的独立性和物质性等概念意

义上的独立性。这样一来,雕塑就避免了“还原论”中绘画对媒介的还原,最终指向了物质本身(比
如,并不属于绘画特性的画布的物质性),因为物质本身就是雕塑的属性。

格林伯格将“物质自足性”视为雕塑媒介的纯粹性,深刻影响了早期的极少主义雕塑创作,许多

艺术家都是在这一基本论断的基础上探索自己的雕塑创作的。把晚期现代主义雕塑特别是极少主

义雕塑视作对格林伯格现代主义雕塑的反叛,就会忽略了两者之间的复杂关联。在艺术史上,任何

一个流派的出现都是在传承前辈衣钵的同时再对其进行反叛,这在极少主义那里尤为突出。或许,
我们可以把极少主义的艺术主张分为两派,一派是以唐纳德·贾德等为代表的传承派,而另一派则

是以罗伯特·莫里斯等为代表的革命派。前者仍是现代主义,而后者才是晚期现代主义。
和众多极少主义艺术家一样,贾德的作品通常都是以立方体形式展现在观众面前,并且以“无

题+编号”的方式命名,其意义在于试图从形式到名称全面呈现极少主义雕塑的匿名性,突出其物

质自足性。为了让这种想法更彻底,贾德干脆放弃了雕塑这一称谓,将作品称作“特殊物体”(spe-
cificobject)。在贾德看来,“特殊物体”是既非绘画又非雕塑的三维空间中的实在物[12]。也就是

说,特殊物体着眼于物的自足性,从而打破了绘画和雕塑的门类界限,将绘画和雕塑匿名化了。为

了创造一个匿名的“特殊物体”,贾德要做的就是对雕塑展开一系列“清除”工作[13]。法国艺术史家

乔治·迪迪-于贝尔曼认为,这种清除工作包括四个步骤:
第一,清除一切幻象。把特殊物体强加给人眼,这些物体除了展示自身之外不再有任何别的奢

望[14]29。贾德推崇的好的艺术作品是不产生任何幻觉空间的特殊物体,它仅仅表现物体本身的体

积感,而不会越过自身创造一个超出某种空间和时间的物体[15]31。贾德对空间的抑制实际上揭示

了艺术家追求抽象冲动的艺术意志。沃林格指出:“抑制对空间的表现就成为抽象冲动的一个要

求,因为,空间正是这样一种东西,它使诸物彼此发生关联,并使宇宙万物具有相对性,再加上空间

本身不容被分化为个体。因此,感觉对象如果还依赖于空间,它就不会向我们展现出其材料上的独

有特性,这样一来,所有的艺术创作活动的目的就在于获得那种被从空间中拯救出来的单个形

式。”[15]18那么,贾德用什么样的“单个形式”来抑制空间呢? 它又如何被视觉化地呈现呢? 贾德找

到的这个单个形式是几何立方体,即物体最基本的结构单元,这在沃林格看来是“在非生命的无机

物的美(unorganischeSchonheit,sie)和结晶质的美(kristallinischeSchonheit,die)中,满足了艺术

家的抽象冲动”[15]3。贾德倾其一生致力于把玩一个立方体,使其按照结晶质的规律变化出多种无

机形态,这些探索体现在他于1960年到1970年期间多件以“无题”命名的雕塑作品中。这些雕塑

大都以一个立方体的总体形状出现,只是在立方体上有些许镂空或变形,它们因为表面形式的单一

而不具备空间的纵深感,因此也是清除空间幻觉的利器。
第二,清除一切细节以及所有关系和组成部分,给出一个形式极其简洁的对称物,从而突出物

的整体性。这个对称物也是于贝尔曼所言的“一眼就能看清、有着‘极少’(最简练)的完形形式的物



件”[15]32。特殊物体在排除空间幻象的基础之上获得了第二层特质,即整体性,这意味着除了物体

的体积本身之外就没有别的东西可看。这也是弗兰克·斯特拉所说的“你看见什么就是什么”
(whatyouseeiswhatyousee),他在一次访谈中说:“我的画建立在这样一个事实上,入画的只能

是看得见的东西……我唯一希望人们从我的画中得到的、也是我自己希望从中得到的东西,就是毫

不含糊地看见一个整体。你看见什么就是什么。”[16]我们将“你看见什么就是什么”和极少主义的

这种整体性结合起来思考就会发现,“你看见什么就是什么”暗示整体性的同时也是一种此时此刻

的绝对在场,这种整体性要求这个被我们视线捕获的特殊物体具有一种绝对的当下性。“你看见什

么就是什么”的言下之意是“你现在看见什么就是它现在呈现的样子”而不涉及到它将来会成为什

么,只是现在的样子,它道出了一种清除时间性的绝对在场。
第三,清除暗含在物体里的一切时间性,强迫我们眼睛所见的永远是当下之物[15]34。一般而

言,极少主义雕塑家们采取了两种方式来清除作品中的时间性:第一种方式是选择抵抗时间消磨的

材料,包括经过氧化或电镀处理的金属材料、聚酯纤维、铅和耐火砖等;第二种方式是将这些作品安

放在一组重复的序列关系之中,通过“一个接一个”的单调排列组合来消除作品为观众带来的某些

情绪的变化。贾德在1985年的作品《无题》就展示了四个86.4cm见方的立方体,它们并排在展厅

的墙面,这种单调的结构关系仿佛抽离了作品中的时间要素,从而呈现出稳定的整一感和永恒性。
第四,对一切“拟人成分”的清除。前面三个步骤,即清除幻象、清除细节和清除时间性,使极少

主义雕塑逐步获得了“特殊物体”的称谓。换言之,贾德所言的特殊物体是一个没有幻象(三维空间

幻觉)、没有细节也没有时间性的整一、永恒、当下的物体。这些特征使得极少主义雕塑获得了一种

现象学的“简捷的感知”,也就是将对象作为它们的内在内容包含于自身的观看,也是一种对事物直

接把握的方式[17]。在这种简捷的感知中,物体的内涵和艺术作品的情感被完全抽空,它没有内在

性也没有潜在性。在极少主义雕塑中,这种简捷的感知也意味着对一切“拟人成分”的清除,这就是

贾德“清除”的第四步,其“拟人成分”就是雕塑复制生命的能力。杰克·伯纳姆在《超越现代雕塑》
一书中说:“从头开始,雕塑最根本的野心就是复制生命。”[18]当观众观看复制生命的雕塑时,就会

产生一种移情冲动,依沃林格看来就是:“我们在一部艺术作品的造型中玩味的其实就是我们自己

本身,审美享受就是一种客观化的自我享受。”[15]12我们对一件艺术品的欣赏,通常是将个人的情感

寄托在欣赏的对象处,从而获得一种睹物思情的审美体验。但是,极少主义雕塑要清除的正是雕塑

中产生移情的成分。所以,艺术家们选择几何形体和工业制品来创作,而不是有机形体和手工制

品。其目的是想在雕塑的形态和材质上与人的基本特质划清界限,通过无机形式的几何体唤起观

众的抽象冲动,从而抑制他们的移情冲动。
格林伯格和贾德分别讨论了雕塑的物质自足性,格林伯格在雕塑的特质中(主要指雕塑三维空

间的实在性可使雕塑不受三维空间幻觉的干扰)看到了雕塑可通过媒介还原彰显其物质自足性,以
贾德为代表的早期极少主义通过四个步骤逐步清除雕塑中隐含的幻象、细节、时间性和拟人成分,
从而突出了雕塑物质的自足性。早期极少主义对雕塑物质性的探讨与格林伯格在《新雕塑》中的发

现———现代主义雕塑的媒介纯粹性———有很大的相似之处,它们都是通过消除干扰雕塑媒介纯粹

性的要素来还原雕塑物质的自足性。现代主义雕塑对物质自足性的探索,实际上是将雕塑作为一

种艺术的表意符号对雕塑内部语义进行探索,它和艺术再现系统中对图像意义的探索一样,追求符

号表意的唯一性,即符号能指和所指的对应关系。不同于再现系统中的图像,现代主义雕塑的能指

和所指关系不是建立在图像和理念的相似性上(这个相似性中暗含的差异就是图像象征的出发

点),而是建立在图像和理念的相等性上。现代主义雕塑对物质自足性的追求,其实就是一种“你看

见什么就是什么”的语图关系对等的结果。然而,不论是再现系统中相似的语图关系,还是现代主

义相等的语图关系,都是自在自足的,这个关系的核心就是艺术作品的语义,即作品本身意指什么,
这样一来,现代主义雕塑仍然处于揭示符号意指的艺术史认知模型中。以莫里斯等人为代表的晚



期极少主义(也即晚期现代主义雕塑)却有所不同,雕塑媒介的物质自足性似乎已经不是关注的要

点,他们转而关注雕塑物体之外的东西。那么,这个“之外”的东西是什么呢?

三、剧场性:晚期现代主义雕塑的语境建构

1966年,在纽约犹太博物馆(JewishMuseum)举办的极少主义艺术大展“初级结构”中,极少主

义雕塑家罗伯特·莫里斯展出了三个“L”形立方体。这三个形状一模一样的“L”形,摆法不一样,
一个站,一个躺,另一个两端着地。罗塞林·克劳斯分析道:“这三个‘L’型,每一个‘L’朝向不同,
与我们身体构成的空间关系明显不同,于是生出不同的体验;由于它们与地面的特定关系,每个

‘L’物体的身材都在变幻,它们的整体维度以及那个‘L’两臂的内比都在变化。”[15]47如果将莫里斯

的这三个“L”型雕塑和贾德1985年的《无题》相比较就会发现,相同点在于两件作品都是以多个一

模一样的造型排列组合在一起,不同的是排列组合的方式不一样,贾德遵循的是重复的一个接一个

的形式,莫里斯却摆放了三个不同姿态从而提供了三个不同的观看角度。如果说贾德还遵循“特殊

物体”的理念,即对幻象、细节、时间性和拟人成分的清除,从而突出媒介的物质自足性,突出作品独

立于一切外在条件的“特殊性”;那么莫里斯则反其道而行之,强化了构成作品的外在条件。在《雕
塑札记》中,莫里斯指出“极少主义一个个单位的形式不是在清除关系,而是在组织关系”[19],这与

贾德要清除物体的细节从而突出整一性的观点恰恰相反。在莫里斯的雕塑中,雕塑不是在标榜自

己的物质自足性,而在组织外部空间各要素的关系,这个外部空间关系被艺术史家迈克尔·弗雷德

称为“剧场性”。
(一)什么是“剧场性”?
“剧场性”(theatricality)最初意指一种戏剧的观演关系。18世纪以来,剧场性概念在戏剧、绘

画等众多社会领域受到广泛关注。兰希尔德·特龙斯塔认为剧场性是一种关系概念[20]。乔赛特

·费罗说:“剧场性不仅而且必须为其他人而存在。换言之,剧场性是为了‘他者’而存在。”[21]理查

德·桑内特将剧场纳入到社会学概念中,认为社会性也可以被解读为一种剧场形式,其中涉及公共

空间与私人空间的关系问题[22]。在艺术史领域,剧场性探讨始于迈克尔·弗雷德,基于艺术作品

和观者之间关系的理解之上,他认为,艺术作品中的剧场性曾作为古典艺术和现代艺术的排斥对

象,古典和现代艺术家通过排除作品中的剧场性从而引导观众对作品的“专注”。弗雷德将此种“专
注”定义为“聚精会神”(absorption),它有着与剧场性完全相反的意图,使作品不受观众打扰,在遇

到观众之前就呈现为一种自足的封闭状态,这种自足让观众能够通过一种冥想进入作品中,获得心

灵的升华。但是,以极少主义为代表的晚期现代主义雕塑却试图在作品中营造剧场性,以此抵抗作

品进入“聚精会神”的状态,这种剧场性强调了作品不是自在自足的而是与周围环境相联系的关系

性存在。弗雷德认为作品越是强调对观众的投射性、互动性和观众的参与程度,其剧场性就越

强[23]。继弗雷德之后,罗莎林·克劳斯也探讨过雕塑的这种剧场性,当观者围绕雕塑立体模型走

动,或是花时间解读场景中各种细节的叙事含义之时,他们的活动就给作品赋予了戏剧性实践,强
化了观者的世界与作品环境之间的连续性[24]。从弗雷德和克劳斯对剧场性的解释中可以看出,所
谓剧场性并非强调观看的物质对象,而是强调一种观看的环境。莫里斯通过发现雕塑的剧场性,找
到了雕塑物体之外的东西,也即艺术作品语义之外的东西,这个“之外”即是生成作品的语境。发现

雕塑的剧场性,就意味着晚期现代主义雕塑超越了揭示符号意指的艺术认知模型,确立了一种以探

求话语构型的艺术认知模型。那么,剧场性是如何确立这种探求话语构型的艺术认知模型的呢?
如果将视觉文化研究中的“视觉性”概念引入到雕塑的剧场性中,就会发现,与视觉性一样,剧场性

同样具有两个特点,即看的结构与看的权力。
(二)看的结构:剧场性的视觉辩证

正如前文所言,雕塑的剧场性是一种在观看主体和被看对象之间的间性关系。也就是说,剧场



性的体验同时也揭示了一种在看与被看之间的视觉辩证。它要求我们面对观看对象时,“辩证地处

理自己的处境,即辩证地看待我们眼中所见之物和某个突然在暗中凝视我物之间的关系”[15]80-81。
这种视觉辩证的观看结构正是晚期现代主义雕塑家在作品中试图去设计的环节。

1961年,另一位极少主义艺术家托尼·史密斯制作了作品《黑盒子》。这件作品是一件巨大的

黑色立方体。起初,史密斯试图用这个黑色立方体来表达黑夜的沉实和稳重,试图用纯净的黑色和

单一的几何形体来表达雕塑的物质自足性。但当他5岁的小女儿看到这件作品时却疑惑地问“里
面藏着什么”[15]76之时,小女孩天真的疑问道出了这件作品超越物质自足性的另一种可能,即看与

被看的辩证关系。本来《黑盒子》是一件供人观看的雕塑,但当小女孩问“里面藏着什么”时,她发现

了雕塑中隐藏着的那些不可见却又注视着观看者的东西。在《黑盒子》中,艺术家通过黑色的几何

立方体清除了作品的空间幻觉,虽然这个黑色的立方体有冷漠的外表,但这种外在的空无恰恰会暗

含着内在的丰富性,它暗示着一些不可见却又注视着观看者的东西,这是由黑色本身的视觉特征决

定的。梅洛-庞蒂通过分析黑夜来分析过这种黑色:“当我们由清晰的物体构成的世界就不复存在

了,我们的感性存在就失去了依托。这个近似空洞的黑夜快速地包围着我们,渗透进我们的感官、
窒息我们的记忆,甚至抹去了我们的身份。当自我身份被真空的时刻,夜就会展开它来自黑暗深渊

的凝视。它从黑暗中挤出一道目光,打量凝视它的人。”[25]在《黑盒子》中,极度空无的黑色和极度

简化的形体打破了观看主客体之间单向的认知关系,形成了一种从观看客体返回主体的可逆的认

知关系。也可以说,这个可逆的认知关系揭示了一种视觉辩证的观看结构。正如莫里斯所言,这个

观看结构“引发了观众将自身的存在置于与作品同样空间的一种意识。而观众的这种自我意识产

生了现象学般的对主体的探究”[19]。以极少主义为代表的晚期现代主义雕塑正是遵循现象学的原

理,在作品中设计视觉辩证的观看结构,营造作品中的剧场性,从而把作品内部的语义探究延伸到

外部的语境建构上来。
概言之,如果把视觉文化研究的核心要义“视觉性”引入到晚期现代主义雕塑的剧场性中就会

发现,不论是莫里斯三个“L”的不同摆放关系还是史密斯的《黑盒子》,都体现了剧场性的视觉辩

证,即一种在凝视对象时又被对象注视的观看结构。这种剧场性的视觉辩证,揭示了晚期现代主义

雕塑由语义探究到语境建构的内部变革。
(三)看的权力:剧场性的体制批判

除了这种内部的变革,剧场性还通过在作品中设计一种看的权力,实现了晚期现代主义雕塑的

外部变革。这种看的权力体现在剧场性对艺术体制的批判中,主要是指对美术馆体制的权力话语

进行批判[26]。剧场性不是作品自身的语义,而是指向作品的外部语境,这个语境不仅是承载作品

的外部空间,如果将这个空间延伸到社会场域中,还会发现这个语境也是艺术的生产系统。20世

纪初,本雅明在《作为生产者的作者》一文中就提到过艺术作品的本质和社会生产关系有着直接联

系。在1960年代兴起的“体制批判”(institutionalcritique)运动中,本雅明笔下艺术的社会生产关

系被进一步固化在一种影响艺术生产的话语系统中,包括阿瑟·C·丹托所言的“艺术界”,即特定

历史时期的艺术理论氛围和艺术史知识;也包括乔治·迪基笔下的“艺术体制”,即艺术的生产者

(艺术家)、接受者和生产系统(比如画廊、美术馆、市场、批评家、藏家等)。
那么,剧场性是如何对艺术体制展开批判的呢? 事实上,剧场性大致通过两个步骤实现了自己

对体制的批判。
第一步,通过大地艺术的现场性(site-specificity)批判美术馆物理空间对艺术作品展示空间的

限制。1970年代大部分探讨剧场性的晚期现代主义雕塑家都不再满足于将作品展示在美术馆空

间中,他们将作品搬到了美术馆之外的自然空间,出现了大地艺术这种创作类型。大地艺术展示空

间的变化,得益于对剧场性概念逻辑的推演,如果剧场性意味着关注作品的外部空间,依照这个逻

辑,这个空间就可以从美术馆空间扩展到美术馆之外的空间。罗伯特·史密斯和迈克尔·海泽等



艺术家都是从这个逻辑来创作自己的大地艺术作品的。
第二步,通过现场性艺术的社会介入性(socialengagement)批判美术馆的权力话语体系。大

地艺术将剧场性所讨论的空间从美术馆内部扩展到美术馆之外,如果将其延伸到社会场域之中就

会发现,这个空间可以是有政治敏感性的公共场所。继大地艺术之后,一部分艺术家开始在城市的

公共空间中选址,他们的作品皆需依托于这个公共场所本身的话题,比如和身份、种族、后殖民等有

关的公共话题。这一部分艺术实践被权美媛称为“现场性艺术”(site-specificart)[27],它因为场所

的话题性而展现出一种社会介入的意味。同时,这类现场性艺术还具有另一个目的,就是直接反叛

美术馆的权力话语。在西方艺术史语境中,美术馆作为一个国家意识形态的体现,往往被视为学术

上的官僚主义和政治上的集权主义[28]。丹尼尔·布伦、汉斯·哈克、麦克·阿瑟等人在1970年代

发起的“体制批判”艺术运动,正是沿着剧场性的社会介入和反美术馆权力话语的逻辑来展开创作

的,他们的艺术实践表明剧场不仅是物理空间意义上的场所,而且也是汇集各种意见的社会场所。
在对艺术体制进行批判的过程中,艺术家通过在剧场性中设计一种看的权力来引导观众对体

制展开反思。在上述艺术实践中,艺术家将作品移出美术馆,实际上是在作品中设置了一种观看的

权力,它将观众的观看从作品内部的形式或内容引向外部的剧场。这个剧场因一定的文化和政治

内涵建构了一套权力话语,规约什么可见而什么不可见,剧场性就成为有关“看”的权力载体。可

见,剧场性的体制批判实际上是一种“看”的权力,它体现了晚期现代主义雕塑由语义探究到语境建

构的外部变革。
综上所述,晚期现代主义雕塑通过在剧场性中设计一种视觉辩证的观看结构和体制批判的观

看权力,将现代主义雕塑的语义探究延伸到语境建构上来,从而形成了一种以语境而非语义为焦点

的艺术认知模型,也即一种以探求话语构型而非符号意指的艺术认知模型。这种新的艺术认知模

型也将雕塑的自足性问题引向了一个新的维度。在符号意指的艺术认知模型中,现代主义雕塑的

自足性体现为物质的自足性;而在话语构型的艺术认知模型中,晚期现代主义雕塑的自足性则体现

为“剧场性”的自足性,即视觉辩证的观看结构和体制批判的观看权力。

四、结 语

雕塑的“自足性”被不同语义系统所规约。在不同的语义系统中,雕塑的自足性涉及不同的问

题。视觉文化研究的兴起改变了艺术史的认知模型,它将对艺术作品的语义研究扩展为语义之外

的语境研究,把探求符号意指的艺术史认知模型转变为强调话语构型的艺术史认知模型。这种认

知模型的转变得益于对“视觉性”问题的思考。视觉性意指一种观看结构,也包括观看背后的权力

机制。如果将视觉文化的“视觉性”问题引入晚期现代主义雕塑的研究中就会发现,在晚期现代主

义雕塑对剧场性问题的探索中,视觉性就体现在剧场性中暗含的视觉辩证的观看结构和观看背后

隐藏的体制批判的权力话语。剧场性的这两个特点引发我们重新思考雕塑的自足性问题,同时可

以探索出一条从现代主义到晚期现代主义雕塑自足性变迁的路径。
格林伯格将现代主义雕塑的自足性归结为雕塑物质的自足性。虽然格林伯格从媒介纯粹性的

划分上为现代主义雕塑找到了一套区别于绘画的语义系统,但这仍是一种对作品内在语义进行研

究的方法,被划分在探究艺术符号意指的艺术史认知模型之中。晚期现代主义雕塑在超越格林伯

格等人现代主义雕塑自足性的基础上,探索了一套以“剧场性”为核心的雕塑自主性话语范式。剧

场性通过设计视觉辩证的观看结构,建构体制批判的观看权力,将雕塑内部的语义探究转换为雕塑

外部的语境建构。在这个意义上,晚期现代主义雕塑自足性问题的变迁,实际上也是一种由探求符

号意指的艺术史认知模型到强调话语构型的艺术史认知模式的转变。我们从现代主义到晚期现代

主义雕塑自足性问题的变迁过程中,窥探到一种艺术史研究的视觉文化转向,即从以语义为核心的

经典艺术史研究到以语境为核心的视觉文化研究的转向。自1960年代以来,装置艺术、大地艺术、



公共艺术、新媒体艺术的广泛兴起,使雕塑超越了自身媒介的范畴,这些新兴艺术实践同时也为视

觉文化研究提供了全新的样本。可以说,艺术实践形态的创新和艺术观念的变革,进一步推动了视

觉文化的兴起,在艺术史领域掀起了一股视觉文化转向的潮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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